
　　社会
２０１１·６
ＣＪＳ
第３１卷

控制与抵抗：雇主与家政工在

家务劳动过程中的博弈

苏熠慧

＊作者：苏熠慧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Ａｕｔｈｏｒ：Ｓｕ　Ｙｉｈｕｉ，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ｍａｉｌ：ｓｈａｄｏｗｂｌｕｅ＠１６３．ｃｏｍ；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获得清华大学“黑格尔读书小组”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帮助；文中涉及的

访谈均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定性研究方法”课程的家政工研究小组成员完成，小组成员有苏
熠慧、金舒衡、鲍程亮和黄皓怡，在此一并致谢。

摘　要：本文以劳动过程理论为基础，在借用布雷弗曼的视角———“概念”与

“执行”的同时，结合 Ｍ．福柯、戈夫曼和霍奇斯柴德的理论，讨论家政工与雇

主在家务劳动方面的博弈过程以及双方为争夺劳动过程控制权所采取的策

略和行动，同时讨论意识形态在此博弈中发挥的作用。本文认为，在家务劳

动过程中，雇主的身心是分离的。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通过各种策略

控制劳动过程，将家政工的身心进行分割。这些策略包括时间规训、全景监

视和情感管理。而家政工为了避免身心被分割，也采取“跳槽”、讨价还价、搭

建“前后台”等方式来夺回对劳动过程控制权。此外，家政工也可能受到意识

形态的影响而主动放弃控制权。

关键词：家务劳动　劳动过程　控制　抵抗

Ｌａｂ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　ａｎｄ　Ｈｏｍ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Ｗｏｒｋ
Ｓｕ　Ｙｉｈ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Ｂｒａｖｅｒｍａｎ’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ｌｓｏ，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Ｇｏｆｆ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　ａｎｄ　ｈｏｍ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ｗｏｒｋ，ｔｈｅｉ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ｋｅｅｐ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ｉｔ．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　ａｒｅ

·８７１·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ｗｏｒｋ．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ｈａ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ｎｅｅｄｓ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　ｔｒｙ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ｉｒ　ｈｏｍ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ｄｅｔａｃ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ｓｕｃ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ｓ“ｒｏｕｔｉｎｉｚｉｎｇ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　ｌｉｋｅ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ｋｅｅｐ“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ｕｎｉｆｉｅｄ，ｈｏｍ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ｄｅｐｌｏ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ｊｏｂ－ｈｏｐｐｉｎｇ，”“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ｕｐｆｒｏｎｔ／ｂａｃｋ　ｓｔａｇ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ｎａｐ　ｂａｃｋ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ｈｏｍ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ｍａｙ

ｇｉｖｅ　ｕｐ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ｕｎｄｅｒ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ｗｏｒｋ，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一、既往研究以及问题的提出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女性逐渐走出家庭，进入
公共生产领域。这些女性一方面需要通过工作来赚钱补贴家用，另一
方面仍需照顾家庭。来自工作的压力往往夺去她们照顾家庭的精力，
出现了所谓的“照料危机（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ｃａｒｅ）”，即现代社会的女性疲于工
作，导致家务无人承担 （Ｇｌｅｎｎ，２０００：８４）。而家政工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ｗｏｒｋｅｒ），便是现代社会回应“照料危机”的产物之一。１９世纪，英法等
国的城市中产阶级开始雇佣农村的年轻劳动力从事家务劳动（Ｒｏｌｌｉｎｓ，

１９８５：３１），家政业开始作为一种产业出现，家务劳动逐渐成为资本主
义社会可以购买和消费的商品。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全球化
逐渐将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变为发达国家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Ｒｏｌｌｉｎｓ，１９８５：３８－５９；Ｐａｒｒｅｎａｓ，２００１：２３－３７；Ｈｏｎｄａｇｅｕ－Ｓｏｔｅｌｏ，

２００１：３－２９）。与此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积极地在本国内推
动家务劳动的商品化。在中国，家务劳动的商品化进程是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改革开放后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
仅有少数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拥有特权长期聘用“阿姨”或“保
姆”处理家务。那一时期的“阿姨”或“保姆”与高干／高知家庭的关系并
不是市场雇佣关系，因为她们的薪金纳入计划经济体系，由国家分配给
高级干部的津贴支付（Ｙａｎ，２００６：１０）。但那个时期的女性，同样承受
着公共劳动和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Ｙａｎ，２００８：２５－８０；高小贤，２００５：

１５３－１７１、金一虹，２００６：１６９－１９３）。这种双重负担在８０年代被社会
舆论解释为知识分子阶层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冲突（陈宝明、孙自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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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３４－３７）。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改革开放，使农村妇女大量流入城
市，其中的一部分成为帮助知识分子家庭解决脑力与体力冲突的新
一代“保姆”（Ｙａｎ，２００８：５３－８０）。为了规范保姆的就业市场，北京市
妇联在１９８３年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家政公司———“北京市三八服务中
心”。此后，在各省市妇联的协助下，各地的家政公司如雨后春笋般
发展起来，这些家政公司在帮助各地区的农村妇女与城市家庭建立
雇佣关系方面发挥了极积的作用，“家政服务员”和“家政服务业”也
孕育而生。１９９５年，国家劳动部以劳部发（９５）３９６号文件将“家政服
务员”列为新兴技术工种。２０００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又将“家
政服务”列为一种职业。１据统计，中国现有大约２　０００万家政工和６０
万家家政服务机构。２

１．见《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２０００］第６号，自２０００年７月１日
起施行），在《持职业资格证书就业的工种（职业）目录》中，将“家政服务员”列入“商业、服务业
人员”之类。

２．参见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ＡＣＷＦ）和国际劳工组织（ＩＬＯ）的《中国家政行业情况分析
（２００９年７月）》，此为打工妹之家内部材料。

３．中国家政工国家职业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２０００年。

什么是家政工？他们与产业工人有什么相同之处？他们与雇主的

关系与传统的“主仆”关系有什么区别？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家政服务
从业人员（家政工）指的是“根据要求为所服务家庭操持家务、照顾儿
童、老人、病人、管理有关事情的人员”。３包括我们俗称的“保姆”、“月
嫂”、“清洁工”等为他人提供各种家务劳动的被雇佣者。家政工与产业
工人的相同点在于他们与雇主之间的雇佣关系（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雇佣关系意味着，家政工与产业工人一样，其劳动为有
酬劳动（ｐａｉｄ　ｗｏｒｋ），其劳动力作为商品（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在市场上买卖，即
他们与其劳动力购买者（工业资本家或雇主）之间存在着市场雇佣关
系。市场雇佣特征将家政工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与传统“主仆”关系区别
开来。首先，主仆之间在法律上是从属关系，而雇佣双方在法律上则是
平等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主人对仆人享有“家长支配 （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ｌ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是由律法规定的，它要求仆人在律法
上完全“从属（ｓｕｂｊｅｃｔ）”于主人———仆人对主人履行绝对的“个人忠诚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ｌｏｙａｌｔｙ）”，同时主人给予仆人“庇护（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ｏｌｌｉ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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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２８－２９）。正如中国历史上的奴婢制度，家庭和家族购买奴婢
的人身自由，而被购买的奴婢则为家庭和宗族的成员或财产，依家法和
宗法从属于其主人（李季平，１９８６：１９０－２２９；李天石，２００３：２５６－２７３；

戴建国，２００４：５５－７３；陆德阳、王乃宁，２００４：１－６０）。然而，对于市场
雇佣关系来说，雇佣双方在法律上是独立和自由的个体。自由劳动者
是市场雇佣关系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１自由劳动者不仅指与生产资
料相分离的劳动力，还指与旧制度的从属关系决裂的自由人。“直接生
产者，劳动者，只有当他不再束缚于土地，不再隶属或从属于他人的时
候，才能支配自身”（马克思，［１８６７］２００４：８２２）。因此，法律上的服从与
自由、从属与独立，成为传统主仆关系与现代家政业的市场雇佣关系最
重要的区别之一。其次，主仆之间是一种“私人”关系，而家政工与雇主
的关系介于“私人”和“公共”之间。主仆之间的“庇护—忠诚”更像家庭
成员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私人关系”体现在：仆人只忠于一主，其
服务的对象长期是单一而固定的。然而，家政工的劳动，与产业工人一
样具有“公共”性质。当他们的劳动力和劳动产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买
卖时，购买者并非单一而固定。因此，家政工服务的对象，在短期（雇佣
期）内可能是单一和固定的，但长期来看却非如此。介于“私”和“公”之
间的家政工，很难与雇主形成完全意义上的“亲情”，他们多半在类似亲
情的“依恋（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和工具性的“职业感”（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之间
游离（Ｃｈｅｅｖｅｒ，２００２：３１－３９；Ｈｏｎｄａｇｎｅｕ－Ｓｏｔｅｌｏ，２００２：５５－７０；

Ｃｏｎｓｔａｂｌｅ，１９９７：８３－１２５）。

１．马克思（［１８６７］２００４：８２１）指出：“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
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但是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些情况归
结起来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占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
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他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
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

既然家政工与雇主之间因存在市场雇佣关系而与传统的“主仆”关
系区别开来。那么，家政工作为一种雇佣制度和现代产业工人的雇佣
制度有什么区别？作为一种以“照料”为主要内容的雇佣劳动，家政工
的特殊性在于：首先，“照料”是一种情感劳动（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相比
产业工人，家政工更多与“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尤其是那些照料老
人和小孩的家政工，她们在消耗劳动力的同时也卷入大量的情感，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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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劳动力的时候还提供“爱（ｌｏｖｅ）”（Ｇｒａｈａｍ，１９８３：１６；Ａｂｅｌ　＆
Ｎｅｌｓｏｎ，１９９０：４；Ｒｕｄｄｉｃｋ，１９９８：３－２５；Ｇｌｅｎｎ，２０００：８６；

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２００２：１５－３１：）。其次，“照料”旨在满足被照料者的“需
要（ｎｅｅｄ）”（Ｇｌｅｎｎ，２０００：８６；Ｃａｎｃｉａｎ　＆Ｏｌｉｋｅｒ，２０００：２；Ｈｏｎｄａｇｅｕ－
Ｓｏｔｅｌｏ，２００１：１３７－１７１）。这不仅包括“生理上的”需要，如洗澡和喂
饭；还包括“情感上的”需要，如倾听和安慰。第三，家政工的“照料”
既有“公共的”特征，也有“私人的”的特征。如上所述，家政工的劳动
力和劳动产品，和产业工人一样，都能在公共领域进行买卖（不同于
仆人劳动的纯粹私有性，它具有公共性）。但是产业工人能够生产出
与自身分离的产品，家政工却不能。家政工的劳动产品就是他们的
劳动。虽然产业工人的劳动产品可能是在私人领域得到消费，但他
们的劳动力是在公共领域消费的，因此他们的劳动始终是公共劳动。
然而对于家政工来说，他们的劳动力和劳动的消费都在私人领域完
成，因此他们的劳动同时也具有“私人性”。以上三个特征表明，家政
工的雇佣关系虽然与产业工人的雇佣关系具有相同的特征，但同时
也有着自身的独特性。
以往对家政工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视角下出发的：全球化、社

会不平等、情感商品化（ｃｏｍ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
“全球化”视角关注那些处于全球化浪潮中的家政工的生存状况

以及国际迁移对他们自身及其家庭的影响。Ｐａｒｒｅｎａｓ（２００１：１－６１）
从国家、家庭，劳动力市场和移民社区四个制度对比罗马和洛杉矶的
菲律宾家政工的迁移过程，发现这些菲律宾家政工都有着共同的“错
位（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经历：家庭分离、阶级地位错位、被社会主流排斥和对
移民社区归属感的缺乏。蓝佩嘉（２００８：３－６０）也认为国际迁移给
东南亚帮佣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持此视角的学者偏重于社会
宏观结构对个体的影响。家政工往往在此视角中被塑造为无力和被
动的个体。

“社会不平等”视角关注主雇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其中包括性
别、种族和公民身份。论述最多的当属女权主义对于性别不平等的批
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家政工之所以大多数为女性，并不是因
为这是女性的自由选择，而是女性受物质与意识形态的强迫所为（Ａｂｅｌ　＆
Ｎｅｌｓｏｎ，１９９０：６）。另外一些女权主义者则认为女性化工作的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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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是家政工待遇低下的根本原因（Ｆｉｓｈｅｒ　＆Ｔｒｏｎｔｏ，１９９０：

３５；Ｅｎｇｌａｎｄ，２００５：３８１）。此外，一些学者通过女性雇主与家政工之
间的冲突来说明不同女性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Ｒｏｌｌｉｎ，１９８５：６－
７）。除性别不平等外，学者们认为种族不平等也是雇主之间社会不
平等的重要表现，并且与性别不平等紧密相连（Ｅｎｇｌａｎｄ，２００５：３８３；

Ｒｏｌｌｉｎ，１９８５：８；Ｃｏｌｅｎ，１９９０：９０）。部分学者发现许多家政工因移民
身份而无法像雇主一样享有公民应有的待遇（Ｐａｒｒｅｎａｓ，２００１，１５０－
１９７）。性别、种族和公民身份是主－雇之间社会不平等的重要体现，
但学者们忽略了 另 一 重 要 的 社 会 不 平 等：阶 级 不 平 等。虽 然

Ｃｏｎｓｔａｂｌｅ（１９９７：８３－１８０）和Ｈｏｎｄａｇｅｕ－Ｓｏｔｅｌｏ（２００１：１３７－２１０）着
眼于主－雇冲突的研究，提出雇主可能通过制定“规章（ｒｕｌ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干 涉 家 政 工 的 “外 表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卫 生
（ｈｙｇｉｅｎｅ）”和“饮食（ｆｏｏｄ）”习惯，甚至“空间的使用（ｕｓｅ　ｏｆ　ｓｐａｃｅ）”来
达到劳动控制的目的。但这种劳动控制仍然外在于家政工的家务劳
动过程。其所关注的主－雇冲突并非通过劳动过程本身所形成的阶
级关系。此外，虽然两位学者都提及家政工的反抗，但都持悲观态
度。家政工在他们的论述中仍是消极的客体。
不同于以上两个视角，“情感商品化”视角关注家务劳动本身。

持该视角的学者从家务劳动的特性———“情感劳动”出发，认为家政
工需要根据雇主的要求来“压抑”和“引发”自己的感情，从而造成自
我的分裂（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１９７９：５５１－５７５）。由于不能表达真实的情感，
家政工逐渐与自己真实的情感疏离，导致情感上的异化（Ｅｎｇｌａｎｄ，

２００５：３８２）。该视角通过家务劳动本身的特点来展现劳动过程中所
形成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情感剥削。但持该视角的学者将家
务劳动与其他服务性劳动相混淆。“情感劳动”是所有服务性劳动的
共性，但家务劳动由于它旨在满足他人需要的特性和“公／私”二重
性，使其劳动过程呈现出比餐馆服务人员或空姐更为复杂的阶级关
系。因此，仅仅考察家务劳动的“情感劳动”方面是不够的。此外，
“情感商品化”的视角过于强调家政工遭受的情感剥削，却忽略了他
们的反抗。
综上所述，以上三种视角要么忽视家政工与雇主在家务劳动过程

中所形成的阶级关系（全球化视角和社会不平等视角），要么忽略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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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在这种关系中的能动性（全球化视角和情感商品化视角）。本文旨在
回到家务劳动的特性及其劳动过程本身，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家政工与
雇主在家务劳动的过程中形成什么样的关系？在这种关系形成的过程

中，家政工和雇主又分别采取了什么策略和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意识
形态扮演了什么角色？以补充以上视角之缺损。本文以劳动过程理论
为基础，在借用布雷弗曼的概念———“概念”与“执行”的同时，结合 Ｍ．
福柯、戈夫曼和霍奇斯柴德（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的理论，讨论家政工与雇主在
家务劳动过程中的博弈，以及双方为争夺劳动过程控制权所采取的策
略，同时讨论意识形态在此博弈中发挥的作用。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法和深入访谈法。所采用的资料主要来自
“打工妹之家”１的内部材料及对经常参加该机构活动的家政工２的访
谈。其他资料还包括若干家政服务公司３的基本资料及其家政服务
员培训教材。

１．“打工妹之家”由《中国妇女报》农家女杂志社于１９９６年４月７日创办，现隶属于北京农家
女文化发展中心。它是中国第一家为农村进城工作的打工妹服务的公益性组织，并于２００３
年７月启动“家政服务员支持网络”项目，根据家政服务员的需求开展了一系列的服务工作，
建立了家政服务员支持网络。项目围绕家政服务员的权益保护和培训，成立了“家政工姐妹
互助小组”，整理并编写了大量家政工和雇主的访谈录。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缺少雇主的访
谈资料。为了弥补此缺憾，作者所引雇主的访谈资料均来自“打工妹之家”在过去８年所整理
的雇主访谈录。

２．家政工研究小组在“打工妹之家”对２０个家政工进行了长达几小时的深入访谈。小组选
择进入“打工妹之家”进行访谈的原因在于：一、本文主要着眼于家政工与雇主的关系，但家政
工较为分散，而“打工妹之家”是家政工日常集中的场所之一；二、“打工妹之家”的“家政服务
员项目”历时８年，积累了丰富的访谈资料，同时与许多家政工建立了牢固的信任关系。因
此，在“打工妹之家”寻找访谈对象，其访谈资料更为可信和可靠。

３．虽然本文的重点在于家政工与雇主的关系。但小组成员仍收集了若干北京家政公司的资
料，其中以爱侬家政公司的资料及其培训视频最为丰富。

二、劳动过程理论：考察家务劳动的重要视角

（一）从马克思到布洛维：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
如前所述，家政工与雇主的关系和产业工人的雇佣关系同属市场

雇佣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关系是通过劳动过程（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建
立起来的。马克思（［１８６７］２００４：３６６－４２２）认为，资本家通过将劳动过
程分解，并让不同的工人承担整个劳动过程的一小部分，便可通过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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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工人的集体协作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１正
因为这种资本主义分工建立在协作之上，使得资本家控制劳动过程成
为必要。２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产业工人的劳动过程被分解为不同的
分工。资本家通过控制分工，组织协作来达到控制劳动过程的目的，工
人则完全丧失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只能被迫劳动。布雷弗曼继承
了马克思的“强迫性（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ｖｉｔｙ）”劳动理论（布若威，［１９７９］２００５：

１３７）。在强调资本家对劳动过程控制的同时，他还从马克思那里发现
了“概念（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与“执行（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的分离。马克思（［１８６７］，

２００４：２０８）曾经说过，“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就
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布雷弗曼从这
一段话中看出，任何一种人类劳动都存在着“概念（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和“执

１．马克思（［１８６７］２００４：４２１－４２２）在《资本论》里指出，“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
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
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
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我们在这里一般指劳动过程中的这样一
种变化，这种变化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要的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
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它（资本）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
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
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我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作绝对
剩余价值；相反，我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
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作相对剩余价值（同上：３６６）。

２．“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
为实际的生产条件”（马克思，［１８６７］２００４：３８４）“它们（工人）的协作是在劳动过程中才开始
的，但是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同上：３８６）。

行（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两个部分，并认为二者在同一个劳动者身上是统一的，
但也可以分开。分开的条件，就是由一个人想出主意，而由另一个人去
执行（布雷弗曼，［１９７４］１９７９：４７）。布雷弗曼用“概念”与“执行”的分离
去描述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劳动过
程中分工和协作的设计由办公室内的白领阶层的大脑完成，而具体的
执行则由蓝领工人的身体来完成。但这一理论遭到布若威的批评。布
若威（［１９７９］２００５：２１２）发现，垄断资本主义通过推行计件工资制，极大
地促进了工人个人主义的发展。工人自觉地加入“赶工游戏（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ｏｕｔ　ｇａｍｅ）”，自主地从劳动过程中生产出“赶工文化”，并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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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文化形成高度的认同（同上：１７７－２４３）。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后
福特主义也通过倡导扁平化管理来赋予工人充分的自主控制权以实现

对生产过程的快速调整（谢富胜，２００７：６４－７０）。因此，劳动过程被组
成分工以外的其他形式，工人也在一定范围内控制了劳动过程，保持
“概念”与“执行”的统一。２综观这三种劳动过程理论：（１）都强调资本
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是攫取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通过劳动
过程实现的；（２）“概念”都指劳动者在头脑中对劳动过程如何组织的计
划和想象，“执行”则指劳动者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的实践和行动；（３）

都认为资本家的“概念”和“执行”是分离的：因此资本家永远都在设想
劳动过程如何组织以获得最大利润，却未参加劳动过程中的具体实践
和行动；（４）对于马克思和布雷弗曼来说，工人的“概念”和“执行”是分
离的，因为他们只用身体来执行资本家对劳动过程的安排，而对布若威
来说，工人的“概念”和“执行”是统一的，因为他们可以依照自己对劳动
过程的设想来行动；（５）“概念”和“执行”在工人身上的分离与否与工人
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有关，在马克思和布雷弗曼那里，控制权掌握在资
本家那里，工人的“概念”和“执行”被迫分离，而在布若威那里，控制权
掌握在工人那里，工人的“概念”和“执行”的统一得以维持。

１．布若威（２００５：１３０）认为“生产关系形塑了劳动过程的形式与发展，而劳动过程转而又会对
生产模式的转型，设下限制”，“物质生产不仅同时生产与再生产社会关系，同时也生产出这些
关系所造成的生活经验（同上：１３３）”。“这个表象世界，与意识形态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个关系很清楚的是随历史而不同的，但在这里我倾向于强调生活经验以及它对意识形
态的限制”（同上：１３５）。由此可以看出，布洛维认为劳动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生产出社会
关系，从而形塑工人的生活经验，而生活经验又对形塑工人的意识形态产生作用。这就是为
什么他会在描述“赶工游戏时说道，”游戏从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其意涵则延伸到赶工竞赛
本身的特性之外。玩游戏的活动本身，产生了尊重游戏规则的同意（同上：２２４）、“游戏规则，
在赶工这个例子里，是一组生产时的社会关系（同上：２２５）”、“劳动过程被组织成了一场游戏，
而这场游戏所定出的目标，构成了散步在工作现场的价值观（同上：２２８）”。在他看来，劳动过
程被组成“赶工游戏”的形式，生产出属于这种游戏的“赶工文化”———一种制造“同意”的意识
形态。

２．“概念”与“执行”在布洛维的“赶工游戏”中从未分离。二者统一于能够控制劳动过程的工
人身上。

（二）从劳动过程视角分析家务劳动
通过用劳动过程理论来考察家务劳动，我们可以发现：（１）家政工

与雇主之间的雇佣关系，也是一种获得剩余价值的生产关系。体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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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既是家政工劳动力的购买者，又是家政工劳动产品（家务劳动）的
消费者。作为消费者，雇主总是希望“物有所值（ｍｏｎｅｙ　ｗｏｒｔｈ）”，期待
以最少的成本使家政工最大程度地满足其要求，以此获得最大限度的
剩余价值（Ｈｏｎｄａｇｎｅｕ－Ｓｏｔｅｌｏ，２００１：１３９）。（２）如前所述，家政工与产
业工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家政工从事的是一种情感劳动，以满足他人需
要为工作内容，具有“公”与“私”二重性。因此对于雇主来说，“概念”就
是对家务劳动的要求；对于家政工来说，“概念”则是对如何回应他人
要求的设想（同上：１４２）。二者都包括时间（作息习惯）、空间（劳动和
生活空间的分割和分配）和情感三方面内容。而“执行”无论对于雇主
抑或家政工来说，都是家务劳动的具体实践。在这里，“概念”与“执行”
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人的“心灵”和“身体”。“心”包含情感、思想等与自
我和个性紧密相连的方面，“身”则指行动和实践。（３）雇主的“概念”和
“执行”是分离的，因为雇主总是对家务劳动充满要求，却要通过家政工
来具体完成这些家务。（４）家政工的“概念”与“执行”较产业工人更难
分开。虽然雇主总是希望家政工能够清楚地了解他们脑中所想并准确
地回应他们心中的要求。但由于家政工的劳动更大程度地卷入习惯和
情感等与自我和个性密切联系的因素，且满足雇主的需要往往意味着
他们需要压抑或牺牲自己的习惯和情感，改变自我和个性，因此委屈自
己而满足雇主就变得很困难。正如第一部分所述，家政工与雇主的关
系和传统的主仆关系有很大不同。主仆之间的“庇护—从属”关系要求
仆人对主人绝对地服从与忠诚，因此尽可能满足主人要求是一个好仆
人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就现代法律地位平等的雇佣双方而言，家政工
是独立和自由的个体，他们没有责任和义务无限制地满足雇主的要求。
此外，主仆之间长期的“私人关系”，往往能够培养起相互依赖和信任的
感情。但家政工与雇主的私人关系只在雇佣期内成立，缺乏长期的了
解和磨合，双方很难形成深厚的关系。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家政工
们往往觉得自己介于“家庭成员”和“雇佣者”之间，有时候像是雇主的
好朋友，有时候又像是他们的仆人，且当自己和某些家庭成员建立良好
的关系时，又会遭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嫉妒（Ｃｈｅｅｖｅｒ，２００２：３１－３９；

Ｈｏｎｄａｇｎｅｕ－Ｓｏｔｅｌｏ，２００１：５５－７０）。于是，雇主总是抱怨找不到“称
心”的保姆（杨乐，２００９：１１－１２）。他们埋怨家政工“技能差”、“责任心
不够”、“做事不主动”或是“干活偷懒”、“工作态度不端正”（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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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２５－４７；赵园媛，２００９：７６－８０）。家政工则认为这是雇主过于“挑
剔”。双方的相互不满很大程度地渗透于家务劳动过程之中。（５）家政
工的“概念”和“执行”的统一和分离取决于谁控制劳动过程。但由于家
政工的“身心”较难分离，家务劳动过程的主导者并不像马克思、布雷弗
曼和布若威所强调的那样处于资本家－工人二元两分的状态。家务劳
动过程贯穿着家政工与雇主双方的博弈，充满着雇主对劳动过程的控
制和家政工的反抗。由于家政工的工作场所是家庭内部，家政工与雇
主之间的博弈便在微观领域展开。本文将在接下来的部分中讨论家政
工与雇主围绕着家务劳动过程而进行的博弈。同时引入 Ｍ．福柯、戈
夫曼和霍奇斯柴德的理论分析家政工和雇主各自使用的策略和采取的

行动，并在最后部分分析意识形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三、争夺控制权：家务劳动过程中的博弈

（一）雇主的控制手段
家政工与雇主之间存在着市场雇佣关系。这种雇佣关系是一种阶

级关系，更是一种权力关系。由于家务劳动过程在家庭内部组织起来，
权力的运作便在微观的层面展开。本文将引入 Ｍ．福柯的“规训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和“全景敞视主义（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ｉｓｍ）”，以及Ｈｏｃｈｉｓｃｈｉｌｄ的“情
感劳动（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来分析雇主如何运用时间规训、区隔和监视、
情感管理等手段来争取家务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以将家政工的“身心”
分开，使家政工成为准确满足自己头脑中要求的“身体”。
在访谈中，家政工描述了雇主试图控制她们的各种手段。

１．此处按照田野研究的规范，所引资料的人名均为化名。

１．时间规训

燕子１于２００６年来到北京，在爱侬家政公司当了一段时间住家保
姆，后来改为小时工。“我就一直在干活，没有闲的时间。”当我具体问
她如何干活时，她说道：

我一般五点多起来。孩子要上学，六点吃饭，我六点给做
好。……孩子吃完饭我就把三个卧室、客厅，厨房搞完……每
天都要用吸尘器吸一遍……然后（用完吸尘器）呢，得拖一下。
吸完了都要拖。……拖完就差不多到中午饭了。……中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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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饭以后就给洗衣服，然后晾干。我中午能歇一小时。一般
就是躺一会。睡着了怕睡过站了。……下午洗衣服。然后做
晚饭。我做完家务以后，他们告诉我。九点以前必须睡觉。
……他们不让我超过九点。……像我这个年龄吧，一般九点
躺下睡不着。我还不敢踏实睡，要有个闹钟就好了。
做饭、打扫、做饭、洗衣、做饭。燕子的劳动过程是被时间分割的。

雇主通过控制燕子的作息时间来夺取劳动过程的主导权。有时候这种
控制具体到完成一件事情必须花费的时间。汤姐曾经说过，她三年前在
一户人家做保姆，“却从来没有出过门儿”，“就是出来，也就是半小时。”
为什么是半小时呢？“因为我在这个楼上，下去买菜，最多半个小时就要
回来。他们限制你半个小时。要是超过半个小时他就会问你去哪了？”
雇主脑海中已生成保姆的作息时间表。而这个作息时间表是根据家庭
成员的作息规律制作出来的。他们通过从外部将家庭成员的作息时间
强加于家政工的身体上，从而抹杀家政工头脑中有关时间的“概念”。
月嫂阿慧一直不能适应孩子的时间。“我说句心里话，我是爱睡早

上觉的那种人，工作嘛干活，我要是没什么事我也睡早上觉。”但是通过
不断地配合小孩的时间，她的时间观念也发生了改变。“要是带的小孩
五点醒，我五点钟就起来了。要是小孩四点多钟醒，我就四点起了。”

Ｍ．福柯（［１９７７］２００３：１５５）认为，权力可以通过对身体的控制来发
挥作用，“规训”便是这种权力作用的策略之一，它通过划分时间、空间
和活动，通过对身体的运作的精心控制，来培养出驯顺的关系。时间表
便是其中的重要技术之一，它通过规定节奏、安排活动、调节重复周期
来完成对个体的控制（同上：１６９）。它也作为一种基本技术，被运用于
日常生活实践的管理之中（潘毅，２００７：１４５）。如果说，工厂里的资本
家通过时间管理打造出女工们适应生产节奏的驯服身体的话，那么，家
政工的雇主则通过时间控制来置换家政工头脑中有关劳动的“概念”。

２．区隔和监视
权力也可以通过空间的分割和分配发挥作用（福柯，［１９７７］２００３：

２２１）。将空间进行分割，并将个体固定在分割后的封闭空间内，对其进
行监视，是微观权力运作的形态之一（同上）。雇主正是通过对空间的
分隔、监视来实施对家政工劳动过程的控制。
蓝佩嘉（２００８：２２０）对台湾菲律宾女佣的研究表明，菲佣虽然和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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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同住于一个屋檐下，但是在“家”中的位置却是高度边缘化的。中国
的家政工也类似地扮演着雇主家中 “熟悉的 陌 生 人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角色（Ｓｕｎ，２００８：１－２７）。她们虽然和雇主在物理空间上非
常亲近（ｉｎｔｉｍａｔｅ），却被视为“隐形的（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或可能侵犯雇主隐
私、威胁雇主安全的陌生人（同上：３－５４）。雇主为了保护他们的私人
空间，在家里制造出区隔，并把自己的家转化为监视的场域。家政工的
劳动过程，连同她们的私人生活与道德品性都被置于空间监控的框架
之下。
日常生活的空间分布是雇主划界的结果。带孩子的阿姨通常被要

求和孩子住在同一个房间，以便能够提供随时的服务。这种确保劳动
过程能够随时启动的空间安排，被许多家政工所反感。“我在看他妈在
给孩子喂奶的时候，是睡觉前一喂，然后１２点再喂，２点再喂，５点钟一
喂。”刘姐抱怨因为和孩子同睡，睡眠被频繁打断，休息不好。“我是想
让孩子睡小床，但是他们不愿意。然后我就跟他睡在大床上，在他那边
放一个被子，挡起来，这样他就不会滚下床。他们说孩子太小了，不愿
意他睡小床，我也没办法，你要是说了，他们不听你的。”显然，雇主要求
刘姐和孩子一起睡，是为了保证她随时辅助母亲在半夜喂奶，但这种空
间安排显然严重干扰了刘姐的睡眠。燕子做了几年的保姆，晚上总休息
不好。她带孩子的时候“那个孩子爱动。他睡眠还特别少。除了睡觉
吧，他还爱动。那时候吧，（我）晚上老睡不好觉。晚上一般十一、二点才
睡觉。那时候就一个洗手间吧，等我洗完都十二点多了。然后早上６点
就得起。那时候就特别辛苦，特别乏。现在才知道，那是睡眠不足。”
除了因为劳动需要而被雇主分配到特定的空间内，家政工时常被

置于福柯式的全景监视之中。在这种“全景敞视主义”中，被监视者知
道谁可能监视他，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监视（福柯，［１９７７］２００３：

２２６）。这种无形的监视时时刻刻对被监视者施加着沉默的控制和约
束。雇主总是担心保姆会在劳动过程当中“偷吃”、“浪费”或将孩子拐
跑，私人家庭因此变成充满劳动监视的工作场所。燕子跟我说，她干活
的时候总感觉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在盯着她，她到万城花府做家务的时
候，女雇主的婆婆总是报以怀疑的目光。“她（婆婆）在我们爱侬请了不
只一个。之前那个我就跟她沟通过。她（另一个保姆）说，她（婆婆）那
人就那样。你做饭，她（婆婆）老觉得那个什么……（尴尬的表情）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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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你做饭，她都老看着你。她老觉得你做饭她都要偷吃什么的。”“说实
在的。我这个人比较自觉。那个冰箱里放一些苹果啊什么的，拿起就
能吃的。……（但是）我很少上那冰箱，开那个冰箱。我只上那去拿点
菜什么的。”“有一回，那个阿姨（雇主的婆婆）说（海参）少了一个，是我
吃了。我说阿姨，我头顶天脚踩地肯定没吃……”马姐在老人家里当保
姆，对电脑很感兴趣，但总说“捞不着学”。“一是没时间，二是那些老人
呢，特抠。”“你要是陪着她陪到明天早晨，看电视，那没事。要是她在那
看电视，你回来用电脑，‘哎呀，又玩上啦’，‘可费电啦’。（老人）原来的
时候不知道我有电脑。她不是怕费电吗，我就背着她用，睡觉以后我再
玩。这家伙（指老人）呢，她就不打灯，悄摸地进来，坐那看着你，‘怎么
又玩啦’‘费电啊，这可不成’……”除了 “偷吃”、“浪费”，孩子被保姆弄
伤或拐跑，也是许多雇主心头萦绕不去的担忧。刘姐在雇主家看孩子
的时候，雇主不让她把孩子带出门，“他们不让我单独带孩子出去，他妈
说：‘唉呀，有绑架小孩的。’”“带孩子出去，一般他们姥爷也一起的。
假如（要是）看到别人（别的保姆）带着孩子在一起，就会说：‘你别过去，
搞不好有手足口病什么的。’”田姐也遇到相似的情况，“她们家是不让
带出去，怕我把孩子拐走了。”“小孩的妈妈倒是没有这种想法，就小孩
的爷爷奶奶，爸爸也是啊。我就说……我的身份证、家庭住址我都给你
写得清清楚楚的，不可能的。我跟小孩的奶奶说，我还跟这小孩一辈子
都不断绝关系呢，还想让他一直都喊我阿姨呢，怎么可能把他拐跑呢。
真的，我觉得这是他们人格上最不信任我的。”“反正我们那的孩子，没
有这样子的，所有的孩子，除了晚上天黑了在屋里睡觉，白天吃饭、睡个
午觉，都在外头。我就搞不明白，北京这个地方，是不是孩子少。每次
小孩奶奶都说，那个谁家的小孩阿姨把他们家的小孩抱走了。这不就
是说给我听的吗？我跟小孩的奶奶说了，我说你放心，你的孙子孙女，
我不会带走的。你干嘛老跟我说这个！她这样说我就想走！”紧盯和限
制保姆出门，成为雇主监视家政工劳动的主要方式。
家政工的劳动空间和生活空间是合一的。因此，对家政工劳动过

程的监视，同时也是对其生活空间的监视。许多雇主为了家政工能够
在他们的劳动过程中集中精力，禁止她们在劳动中接手机。“中国人是
这样子的，我去过这样的家里，就是不让打电话，你接电话他也不乐
意。”田姐很气愤，她说家政公司培训的时候说尽量不要打电话，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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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用客户的电话打，她一直都很遵守，去别人家干活的时候都没有打
过。“我就接电话，家里的电话不能不接，……然后客户就上公司投诉
去了。”手机是家政工和家人、朋友沟通的重要工具，劳动过程中禁止接
手机，在某种程度上也割裂了她们在生活中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
这种监视甚至会延伸到她们外出的空间。住家保姆虽然很少休

息，但一部分人还是能够在周六或周日回到家政公司。这半天或一天，
对于家政工意义重大。和其他姐妹的沟通，成为她们生活的重要支柱。
但雇主为了她们的劳动能够连续不断地运转，常常通过各种方式限制
她们的外出。加薪是最常用的方式，它被用来鼓励家政工在周末自愿
加班。而最极端的方式则是擅自切断她们和外界的联系。汤姐伤心地
说起她离开雇主家的原因：

我们（家）有一个老乡，在飞机场那边开一个沙发店，我妈
就跟她说：“小霞，你到时候去那边，我们小妹在那儿（我们家
都叫我小妹），你就跟她打个电话，去那儿多跟她聊聊天，带她
出去玩玩。”……我老乡回来就跟他们（雇主）家打电话，他们
（雇主）家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家没这个人！”这么一说我老
乡就急了，说：“她没有文化能去哪儿呢？”就跟我们家打电话
说了。……我妈一听说，就很着急，要打电话。……然后我妈
打到他们（雇主）家，他们（雇主）家闺女接的，她还是跟我妈
说，说：“我们家没这个人。”……我妈一连两天，打了两次电
话，第二天也打过来，然后她（雇主女儿）问：“你是她什么人？”
她（我妈）说：“我是她妈。”虽然我妈普通话也不是很会说，但
是她说“妈”肯定都能听得懂。然后她（雇主）说：“那她出去
了。”（可是）我没出去啊，我就在家里呢。……。然后我妈就
说：“那你让她回来的时候给家打一个电话，或者写一封信。”
……然后她说好吧。之后，过了多少天呢，大概有一个星期这
样，……她说：“小汤，你妈昨天好像给你打电话了。”她没说一
个星期之前，她说昨天……我掉头就赶紧下去，到那个超市。
超市不是有公用电话么，我就去那儿打电话，打到小卖部。那
个小卖部的人都知道我们家了，特着急，说：“你妈现在急得都
病了。”我一听，当时就火了。……
汤姐直到离开她服务了三年的雇主家，也没明白为什么雇主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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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接电话。“没有这个人”或“不在家”也许只是雇主不想让阿汤因接电
话而耽误劳动的借口，但却给汤姐的家人和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３．情感管理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家务劳动是一种情感劳动。在情感劳动

中，劳动者通过“压抑”或“引出”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情感，以适应某种
社会情境（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１９７９：５５１－５７５），其背后由感情准则（ｆｅｅｌ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发挥指导作用（Ｈｏｃｈｉｓｃｈｉｌｄ，１９７９：５５１－５７５；［１９８３］１９９２：７３－
７４）。情感准则作为一套社会规范，与社会角色的权利和义务相关
（Ｈｏｃｈｉｓｃｈｉｌｄ，１９７９：５５１－５７５；［１９８３］１９９２：７５－９４）。当情感作为劳
动力的组成部分出卖给雇主后，家政工面临着这样一个境遇：雇主倾向
于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制定家政工的感情准则。
家政工的活动不合要求，雇主免不了产生不满的情绪。但雇主表

达不满的时候，却希望家政工能够压抑被辱骂的愤怒，而表达出令人欣
慰的情感。阿珠抱怨挑剔的雇主不仅爱骂人，还要求到家政工必须笑
脸相迎。

“她要求你去她家里，必须得笑脸。她那样说了以后，你
还得笑着。你想，这人是什么！骂了人家，还要人家给你笑
脸！”马姐也说，“住别人家里就得忍气吞声”，“你还得瞅人家
脸色。像我这个顾客，脾气还不好，说骂人就骂人，还打，连蹬
带踹”。马姐曾经在一对暴躁的老人家当保姆，后来换了一
家，“那老太太更厉害，她不让你说话……她吼你，说话还特难
听……我（有一次浇花）拿物业的水管子，从这头往那头浇，她
在这头看，老瞅着……‘这咋没浇啊？’，我说‘是么？’……‘我
说一句你犟一句！’‘你就听着了你啥话也别说！’。她不让说
话，我在她家过得郁闷。”
除了压抑愤怒，雇主还要求家政工“克制”“爱”。许多带孩子的保

姆在和孩子的长期相处中，培养了深厚的感情。阿慧提起她带的两个
孩子时，也是满脸的幸福：“（那两个孩子）可有意思了，抱着腿，哈哈，说
阿姨我想你了，看着这孩子你就不想什么了。”“我带别人的孩子真的比
带自己的孩子投入多多了，你说这孩子……我虽然没生她们，但都是我
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但是问到孩子要上学怎么办？阿慧不太高兴，
“明年姐姐上学了，奶奶要来接送。……人家爷爷奶奶要来接送，我能

·３９１·

控制与抵抗：雇主与家政工在家务劳动过程中的博弈



说跟他奶奶抢吗？”王姐也说，她要是跟孩子太好，不仅妈妈会不高兴，
爷爷奶奶也会插手。她曾经受雇照看孩子，“二年级的男孩。这孩子确
实跟我很好。”可只待了一个月就被辞了，“后来又变卦了。老人想孩子
……”。这种阻止家政工进一步和孩子接触的做法，否定了她们的人性
和情感（Ｂｒｉｄｇｅｔ，２００３：１０４－１１５）。而这种否定并不仅限于她们与孩子
的关系。燕子和雇主夫妇关系不错，但是男雇主的妈妈却总是对她不满
意。“要是女主人对我比对她（男雇主的妈妈）好，她就心里不平衡。”“有
一次去动物园，阿姨（男雇主的妈妈）觉得费钱，就不进去了，说在外面等
着。我就说我也在外面等着吧。男主人就说，不不不，一起去。这个老
太太就不高兴了，就说，要不阿姨（燕子）去吧，我就别去了。”

“压抑”和“克制”，雇佣者希望通过制订感情准则来管理家政工的
情感，以符合他们头脑中对家政工的想象———一个与雇主意志高度统
一的身体。这个身体只需用来承担家庭职责，而无须拥有自己的感情。
情感控制的背后，是雇主切割家政工情感与身体的渴望。

（二）家政工对控制权的争夺
虽然雇主通过各种手段控制家政工的劳动过程。但他们将家政工

身心分离，并将自己的“概念“塞入家政工头脑的努力总会遭到各种阻
碍。家政工并非逆来顺受，任由雇主摆布。她们也采取各种手段捍卫
自己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以防止自身“概念”与“执行”的分离。

１．参见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ＡＣＷＦ）和国际劳工组织（ＩＬＯ）的《中国家政行业情况分析
（２００９年７月）》，此为打工妹之家内部材料。

２．中介式家政公司靠家政工劳动力的周转增加利润。谈成一笔生意，收取一笔中介费。这
样，如果家政工劳动力的周转越快，家政公司获得的利润也越高。因此他们倾向鼓励家政工
签署短期合同。例如爱侬家政的合同是一年一签。

１．用脚投票
家政工最常用的手段是“跳槽”。当她们不满意雇主的控制时，便

中断劳动过程。她们中断劳动的借口通常是“家里有事”或者“回家看
病”。家政行业是朝阳行业，市场需求大。２００９年，约有４０％的中国城
镇家庭需要家政服务，全国有１５　０００万个潜在的就业机会，而家政工
不过２０　０００万名。１此外，家政公司为了增加利润，往往倾向使用短期限
的合同。２合同期短，家政工跳槽的机会大。每当她们无法接受雇主的
各种控制时，便“炒雇主鱿鱼”，然后由家政公司介绍给其他家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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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个双向选择，客户对我们不满意的，就让我们走；我们觉得在客
户家干不下去了，也就走。”田姐满不在乎地说道。“（如果碰上不好的
客户）没有待多久，可能一个多月就回去了。客户要是好呢，就多合作
一段时间。但是客户要是不好呢，就不做了。”燕子因为受不了雇主的
空间安排和无时不在的监视，已经在一年里换了好几个雇主。刘姐曾
经以离开为由，要求雇主更改令她厌恶的时间表。“那他们得答应。那
如果他们不让我休息，我就不干了。”刘姐非常厌恶配合雇主的时间，她
向雇主强烈要求每天留下一段休息时间供她自由安排。在“跳槽”这方
面最“骄傲”的是王姐：“有的去两天，觉得不行了就回去。……在那儿
我选择也很严格的。虽然说人家挑我，我也是挑人家的。”

２．以“依赖”为名
对于雇佣人照顾孩子的家庭来说，家政工的流动性无疑给他们增

添了不安全感。相比不断地雇佣陌生人照顾孩子，他们更倾向于雇佣
能够和孩子长期相处的保姆。因此，一旦他们发现能够对孩子投入感
情的保姆，他们就会想法设法将其留下。而保姆有时候会利用这种“依
赖”为自己争取劳动控制权。刘姐便以此为自己争取到每日半小时的
散步时间，她说：

我０８年底到他（雇主）家，那家人还是比较细致的。因为
他们比较细，你不能出去随便跟人聊天。我基本上都是呆在
家里。我工作本来都是２４小时，他一个礼拜让我休息半天，
让我四点半要回家。我就不太适应他们家了，很想去说不想
在他家干。但订了合约……我想违反合约要受法律的制裁，
有法律效应。所以就想算了，再干半年。６月份，到了合同期
了，我就不想他家干了。但是我跟孩子也熟悉了，他就说：“我
给你涨个工资，你再在我家干吧，孩子跟你也熟悉了。”我说：
“那我有条件的。不能说天天不让我出去呀。你必须要让我
出去的，饭后，哪怕就是每天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之后在
他家的半年，我每天晚上打扫完卫生，六点钟吃晚饭，七点钟
吃完，出去半个小时，散散步啊什么的。
这种策略使雇主自动放弃了对家政工的部分控制。“小可爱（孩

子）睡午觉的时候，保姆也是要休息的；（保姆）每天打扫卫生的水平，是
需要先生利用每个`周末作彻底清洁的……这些，我的这个邻居虽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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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悦，但一直还是忍耐了，她只是期望保姆能对她的儿子好一些。”１

《打工妹通讯》上登载了一位雇主的文章。在他眼中，邻居对于保姆的
容忍，显然只是为了她能更好地照顾自己的孩子。

１．见打工妹之家内部刊物《打工妹之家通讯》２００９年３－４期（总第三十一期）。

３．搭建前后台
在拟剧论中，戈夫曼用“前台”和“后台”比喻人们的日常互动模式。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根据不同的情境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展现自己

的形象。在“前台”，他们可能会努力地强调适于情境的某些方面而压
抑其他方面，而在“后台”，他们会将被压抑和掩盖的事实显露出来（戈
夫曼，［１９５９］２００８：９３－１２１）。正如前文所述，雇主会依据自己的意愿
来制定家政工的情感准则，从而对家政工的情绪进行管理。家政工被
要求在压抑情感的同时制造出一种符合雇主情感要求的外在表现。但
家政工的身心———外在表现与真实情感之间的分离，很难维持长久。
“当工作上要求我们做好外在表现时，通常都是情感必须做改变；并且
当状况使得我们内心与面部表情疏远时，通常情感也跟着疏远了
（Ｈｏｓｃｈｉｃｈｉｌｄ，［１９８３］１９９２：１１８）。家政工在压抑自己情感的同时，也在
抹去头脑中有关情感的任何“概念”。但许多家政工却通过搭建前后台
的方式来抗拒雇主制定的情感准则，防止内心的侵蚀。这种方式就是
转换工作方式，从住家保姆变为小时工。小时工，顾名思义，只在规定
的时间到雇主家处理家务，其余的时间自理。与家保姆相比，小时工的
报酬少，生活成本高。但许多住家保姆却仍乐意转为小时工。“虽然，
小时工比住家的辛苦得多，但是有一点，就是自由，心情要好得多。你
在人家家里，人家说你，你得接受。但是我现在做小时工，做完就跟人
家说，阿姨、小妹什么的，我现在做完了，你看哪儿做的不好的，就没什
么，我觉得心里特别开朗的感觉。……因为自由么。”阿汤当住家保姆
的时候，总觉得表情不是自己的。她受不了成天看人脸色行事，便换成
小时工，一当就是十年。在这十年里，她感觉只需要在那几个小时里稍
稍隐藏自己的感情，那几个小时以后，自己还是自己。燕子也是从保姆
换成小时工的。她说当住家保姆的时候，她总是睡不好。“主要还是感
觉这是别人家。睡得不踏实。老感觉受拘束，再一个感觉就是低人一
等。然后总觉得什么都不是自己的。在别人家里就是不自在。”当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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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当了小时工以后呢，她说，“还是感觉低人一等。但是有时间限制。
多少时间以后我可以走。当我出了门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不低人一
等了。”燕子是个很受欢迎的保姆，到哪雇主都不舍得她走。她勤快，话
少，脾气温和。用她的话说，就是“很知道自己的身份”。雇主觉得她特
别能体谅人，因为她脸上总是有微笑。但是她心底总是感觉不踏实，不
开心。换小时工以后，她说她开心多了，感觉自由，还告诉我“那天有两
个姐妹也跟我一样换成小时工了。我问你们俩感觉怎么样……她们说
感觉不那么压抑了。受管制的时间短一点。就是那几个小时归你（雇
主）管，其余这几个小时我爱怎么样怎么样，你管不了。我说感觉怎么
样，他们说感觉还可以。”对于小时工来说，工作的那几个小时就是前
台，他们在那里压抑自己的情绪，在雇主的地盘里扮演他们的身体，服
从他们的意愿，而一旦几个小时过去，她们就退到后台，将雇主的头脑
置换成自己的头脑，做自己身体的主人。通过前后台的转换，小时工将
“概念”和“执行”在有限的时空内分开，以确保其在更大范围内的统一。

四、打造模范家政工：家务劳动过程与意识形态

在家务劳动的过程中，存在着雇主和家政工对控制权的争夺。雇
主通过各种手段试图控制家政工的劳动，以分开她们的“概念”和“执
行”，但家政工同时也用各种策略来维护自身对劳动过程的控制，维持
身心的统一。但在某些时候，家政工也会主动将劳动过程的控制权转
让给雇主，“同意”雇主将自己的身心———“概念”和“执行”分离。

１．唐大姐的访谈见《打工妹之家通讯》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８、９、４６页。

２．王姐的资料来自《透视家政工》，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编，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２２９页。

唐大姐１是许多雇主认可的优秀月嫂，“回去我还找了亲戚也来做
这一行，觉得这行很有成就感，能学到很多东西。”王姐２是某家政公司
的优秀服务员，她认为“保姆并不比别的行业低贱，做好一样都出成
绩”。她认为做好家政工的经验就是“适应雇主”：“选好雇主的同时，要
尽量去适应雇主家……要勤快、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有耐心、干活
细心、干净利索、有责任心、尊老爱幼、有‘眼力见’，处处为别人想，以雇
主为中心，对雇主多宽容、谅解……”优秀的家政工常常能很好地执行
雇主的“概念”，并出色地完成情感管理。情感管理通常通过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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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一种是表面的伪装（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ｃｔｉｎｇ），即通过外在的努力（ｏｕｔｗａｒｄ
ｄｅｍｅａｎｏｒ）完成；另一种则是深层的伪装（ｄｅｅｐ　ａｃｔｉｎｇ），它通过情绪记
忆（ｅｍｏｔｉｏｎ　ｍｅｍｏｒｙ）和想象力来试图感觉那些意识到应该去感觉或
要去感觉的目的（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１９８３］１９９２：４７－５５；１９７９：５５８）。对于
表面的伪装而言，情感管理者脸上的表情或是身体的姿势都像是“放上
去的（ｐｕｔ　ｏｎ）”，而非“自我（ｓｅｌｆ）”的一部分；但是对于深层伪装而言，
意识在发生作用，使得脑中的想象成为自我的组成部分（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
［１９８３］１９９２：４７）。因此在深层伪装中，存在着形塑感觉的有意识的努
力（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１９７９：５５９）。在这个过程中，情感劳动者有意识地将自
己与“用”来工作的那一份的自我分离。Ｒｏｂｉｎ（１９９９：８１－９５）认为，不
同行业的职业要求不同，两种伪装卷入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工作的互动
性（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越强，深层伪装的卷入程度越高。家政工每日面对相
同的雇主，她们的情感劳动主要采取深层伪装的方式。对于唐大姐和
王姐这些优秀的家政工来说，她们显然“意识”到自己与雇主在“概念”
上的不同，但同时也“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情感，去适应雇主的要求。
那么，她们为何放弃对劳动的控制，而“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身心分离？
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家政工代表唐姐说道：“对当前的家政工进

行专业的技能培训和职业道德培训是必要的。”王姐在分享经验时也提
出，“良好的职业道德”对于家政工来说与职业技能一样重要。什么是
家政工的职业道德？它在家政工的身心分离中发挥了什么作用？爱侬

家政服务公司员工培训视频的第一集，便为“家政服务员职业道德与使
用礼仪”，其中，“家政服务员的职业道德”为：

第一、诚实本分是做人的基本品质，更是家政服务员应该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要向家政的财务一样爱护雇主的财
务，不能随意处理，挥霍浪费……应该真诚热心地对待服务对
象，要向亲人一样真心实意地为服务对象排忧解难，特别是对
待老人和小孩，要态度和蔼，热情可亲……第二，尊重雇主，对
于雇主与雇主家人的饮食口味，起居规律，作息时间，房间布
置，物品采购，东西放置等等，都要尊重雇主与雇主家人的习
惯、爱好和要求。……第三勤奋好学，。……家政服务员无论
在人格上、权利上、地位上、经济上、以社会其他职业一样是完
全平等的。各种职业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只有分工不同，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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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低贵贱之分。家政服务员应该充分认识自己工作的价值
和意义。热爱本职工作，忠实地履行为雇主排忧解难、解决后
顾之忧的职责。……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立于不败之地。
家政服务员一般都在雇主家中提供服务。与雇主、雇主家人
接触较多。雇主与雇主家人的脾气、爱好、性格各不相同。家
政服务员要学会与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交朋友。遇事要宽
容一点、温和一点、谦让一点、大肚一点。要尽量顺从雇主的
性格、迁就雇主的生活习惯。在受到委屈和误解时，更要表现
出得礼让人、宽宏大肚、任劳任怨的良好职业道德。第四、遵
纪守法，文明礼貌。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团结互助、自觉维护
公德等等是对每个公民的道德要求。家政服务员作为公民的
一分子，同样要坚决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履行每个公民应尽
的义务，是每个家政服务员首先要做到的。讲文明、有礼貌，
是家政服务行业特别要注重的个人修养。家政服务员在一个
家庭中活动最频繁，与家中邻居、家中成员、商贩等都要打交
道。言谈话语、举手投足都要做到大方得体，礼貌文明。家政
服务员的职业道德是公民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１

１．爱侬家政服务公司家政服务员培训教材之一。

在家政公司的培训视频中，公民道德与职业要求巧妙地联系了起
来。履行雇主头脑中的愿望，变成了“尊重雇主”的必然要求；对工作的
热爱，变成了“勤奋好学”的美好品质；而家政工对自身情感的管理，则
与“诚实本质”和“公民义务”相勾连。当家政工身心分离的职业要求被
上升到“道德”层面时，它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家政工的劳动过程产
生影响。
但是，家政公司的“教化”对家政工发挥作用还要借助其他力量。

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的生活经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对意识形态具
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布若威，［１９７９］２００５：１３３－１３５）。若家政工无法从
生活经验中寻找到与之契合的方面，家政公司的灌输就会失败。问题
是，是什么让模范家政工们认同家政公司的价值和观念。爱侬家政公
司的工作人员提到，他们之所以提供培训，是因为：“家政服务人员素质
普遍较低。５４％的人员说受教育水平在初中以下。绝大多数人员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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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专业培训。缺乏服务技能和知识，缺乏良好的服务意识”，“从业人员
（家政工）素质偏低，文化水平偏低，缺乏家务技能，导致服务质量的低
层次”，１而家政工接受培训的原因也在于“这（家政工作）对我们家政
工的自身素质和专业技能方面提出了要求”，“如何提高自身素质的问
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从农村来大城市，我们的客户，同
事，周围的人和事，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比如个人的卫生
习惯、穿衣打扮、做饭洗衣、打扫卫生、个人的修养谈吐，改掉自己以前
所固有的陋习，虚心接受并学习别人的优点，又何乐而不为呢？”２燕子
也一再跟我谈到，家政公司的礼仪培训可以帮助员工提高“素质”，“有
的不学也不行。跟客户谈的时候嘛，（有些家政工）也有手这样的（摆出
手支头，精神萎靡的样子），也有晃脚的，什么样的都有。（家政公司）说
了吧会注意点。……”对“素质”的追求，是家政工和家政公司达成同意
的基础，也是家政工接受“职业道德规范”的关键因素。那么，什么是
“素质”？严海蓉和孙皖宁（Ｙａｎ，２００６：５－３１；Ｙａｎ，２００８：１０９－１３９；

Ｓｕｎ，２００８：２７－５４）认为，“素质”在各种情境下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它
常常被纳入改革过程中有关“自我发展（ｓｅｌ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话语中，以
激励农村的流动劳动力进行自我改造，从而适应市场和“发展主义”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的逻辑，打造出现代劳动主体（Ｙａｎ，２００６：５－３１）。

因此，“素质话语”是“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体现。它通过鼓励人们投
身于市场来发展“素质”。而“职业道德规范”，正是通过与“素质”结盟，

将身心分离的职业要求植入家政工脑中。通过激励她们在“自我发展”
道路上走得更远，“职业道德规范”在家政工的意识中拥有了合法性。

１．见打工妹之家《“第四届全国打工妹权益问题研讨会家政服务员维权专题论坛”论文集》北
京爱侬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发言第２３５页、２３８页。

２．参见《打工妹之家通讯》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４２页、４３页。

模范家政工“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概念”和“执行”分离，这种“有意
识”的背后是对“职业道德规范”的认同。这种认同基于她们对“道德”

和“高素质”的渴求，是发展主义在她们身上的投射。劳动过程之外的
意识形态机制，正透过家政工的“同意”发挥作用。它通过将“发展主
义”转化为家政工头脑中的意识，激励家政工自主将“概念”与“执行”分
开，自觉地转让劳动过程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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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与家政工研究的主流视角———全球化、社会不平等和情感商品
化———不同，本文的焦点放在被上述三种视角所忽略的家务劳动过程
本身。从家务劳动的特性出发，本文考察了家政工与雇主在家务劳动
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并探讨在这种关系形成的过程中，家政工和雇主
所采取的策略和行动，以及意识形态在其中的作用。
本文认为，家政工与雇主之间存在市场雇佣关系。这种雇佣关系

与产业工人雇佣关系的相同之处在于，雇主（资本家）通过购买和消费
工人的劳动力来获得剩余价值，即在劳动过程中获得剩余价值。二者
在劳动过程中都与雇主（资本家）形成了被剥削与剥削的阶级关系。但
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家务劳动过程更多地卷入情感因素，家政
工的情感劳动往往与雇主的关系紧密相关。这种情感的卷入可能会使
家政工与雇主之间形成“类家庭成员之间的依恋关系”，也可能导致情
感的异化。其次，家务劳动的重要内容是满足他人的需要，其中包括行
动上的需要和情感上的需要。这也为家政工提出了难题：应该先顾及
自己的需要，还是雇主的需要？第三，家政工的家务劳动既是“私人的”
劳动，也是“公共的”劳动，这也使得家政工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在“私人”
与“公共”关系中游离。家务劳动的三种特性使家政工在劳动过程中处
在矛盾状态。这种矛盾状态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与雇主之间的关
系已不再是传统的主仆关系。传统的主仆关系中不存在这种矛盾的情
况。因为主仆的“庇护—服从”关系使得仆人对主人的忠诚和满足是无
条件的。但是对于家政工来说，他们是独立和自由的个体。他们并不
从属于雇主，因此也没有必要绝对服从雇主，无条件地满足雇主。这
样，虽然家政工的工作内容是卷入情感和满足他人需要，他们仍会在自
己与雇主的感情、需要之间选择。而对于雇主来说，他们既是家务劳动
的购买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因此当他们决定购买家务劳动的时候，总
是希望自己的需要能获得最大的满足。这就是家务劳动过程中“概念”
与“执行”———身与心的分离。雇主与所有资本家一样，当他们通过购
买的方式来获得家务劳动的时候，便期望能够寻找到合适的身体来完
成他们头脑中对于家务劳动的要求。但对于身为自由人的家政工，如
何满足雇主需要？怎样满足雇主的需要？是雇主的需要在先，还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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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需要在先？都是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尤其对于那些需要牺牲
自己感情和需要的家务劳动，家政工往往将自己的感情和需要放在雇
主之上，即家政工不希望将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分离，让另一个陌生的心
灵来统治自己。因此，围绕这个矛盾，家政工和雇主展开了对家务劳动
过程控制权的博弈。如果家政工获得控制权，他们的身子便不需要分
离，也就是不需要将雇主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之上。而如果雇主获
得控制权，他就能使家政工通过牺牲自己的情感和需要来满足他的情
感和需要。在这样的博弈中，双方都采取各种策略，渴望成为具有权力
的那一方。于是，微观权力在家庭内部运作起来。不管是时间规训，区
隔监视，还是情感管理，都体现了雇主对家务劳动过程的控制。而对家
政工来说，跳槽、通过“依赖”讨价还价，甚至自己搭建前后台，都是获得
自己对家务劳动控制权的努力。当然，意识形态在二者的博弈中也发
挥着重要作用。当“自我发展”的意识形态说服家政工通过履行“职业
道德”来获得更高的“素质”时，家政工已在不知不觉地放弃对劳动过程
的控制权。表面上看，似乎家政工的身心仍是合一的，但却是另一种分
离。因为他们很清楚，雇主的需要只是雇主的需要，她将雇主的需要放
在自己的需要之上只是一种妥协，并非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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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ｉｄｓ，ａｎｄ　Ｓｅｘ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Ｂｏｏｋｓ．

Ｅｎｇｌａｎｄ，Ｐａｕｌａ．２００５．“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ｅ　Ｗｏｒｋ”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１：
３８１－９９．
冯小双．２００４．转型社会中的保姆与雇主关系———以北京市个案为例［Ｇ］／／转型社会
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孟宪范，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 版 社．［Ｆｅｎｇ　Ｘｉａｏｓ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ｓ　Ｃａｓｅ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ｏ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Ｗｏｍｅｎ’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ｎｇ　Ｘｉａｎｆａ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Ｆｉｓｈｅｒ，Ｂｅｒｅｎｉｃｅ　ａｎｄ　Ｊｏａｎ　Ｔｒｏｎｔｏ．１９９０．“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ａｒｉｎｇ”，ｉｎ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Ｗｏｍｅｎ’ｓ　Ｌｉｖｅｓ，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Ｅｍｉｌｙ　Ｋ．Ａｂｅ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Ｋ．Ｎｅｌｓｏｎ．Ｐｐ３５－６３．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
福柯，Ｍ．［１９７７］２００３．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Ｍ］．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Ｍｉｃｈｅｌ．［１９７７］２００３．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ｅｒ　ｅｔ　Ｐｕｎｉｒ：
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Ｐｒｉｓ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Ｌｉｕ　Ｂｅｉｃ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Ｙｕａｎｙ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ＤＸ　Ｊｏｉ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高小贤．２００５．“银花赛”：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Ｊ］．社会学研究（４）．

［Ｇａｏ　Ｘｉａｏｘｉａｎ．２００５．“‘Ｙｉｎｈｕａ　Ｍａｔｃｈ’：Ｔｈｅ　Ｓｅｘ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１９５０ｓ．”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ｌｅｎｎ，Ｅｖｅｌｙｎ　Ｎａｋａｎｏ．２０００．“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Ｃａｒ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９
（１）．Ｕｔｏｐｉａｎ　Ｖｉｓｉｏｎｓ：Ｅｎｇａｇｅ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戈夫曼，Ｅ．２００８．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Ｍ］．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Ｇｏｆｆｍａｎ，Ｅｒｖｉｎｇ．２００８．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ｌｆ　ｉｎ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Ｆｅｎｇｇａ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Ｇｒａｈａｍ，Ｈｉｌａｒｙ．１９８３．“Ｃａｒｉｎｇ：Ａ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ｆ　Ｌｏｖｅ．”Ｐｐ．１３－３０．Ｉｎ　Ａ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ｆ　Ｌｏｖｅ，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Ｊ．Ｆｉｎｃｈ　ａｎｄ　Ｄ．Ｇｒｏｖ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Ｋｅ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Ａｒｌｉｅ　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９７９．“Ｅｍｏ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Ｆｅｅｌ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８５（３）．

霍奇斯柴德，亚莉·Ｒ．１９９２．情绪管理的探索［Ｍ］．徐瑞珠，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
限公司．［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Ａｒｌｉｅ　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９９２．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Ｈｅａｒｔ，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Ｘｕ
Ｒｕｉｚｈｕ．Ｔａｉｐｅｉ：Ｌａｕｒｅｌ　Ｂｏｏｋ　Ｃｏ．，Ｌｔｄ．］

·３０２·

控制与抵抗：雇主与家政工在家务劳动过程中的博弈



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Ａｒｌｉｅ　Ｒｕｓｓｅｌｌ．２００２．“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Ｇｏｌｄ．”Ｐｐ．１５－３１．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ｏｍａｎ：
Ｎａｎｎｉｅｓ，Ｍａｉｄｓ，ａｎｄ　Ｓｅｘ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Ｅｈｒｅｎｒｅｉｃｈ　ａｎｄ　Ａｒｌｉｅ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Ｂｏｏｋｓ．

Ｈｏｎｄａｇｎｅｕ－Ｓｏｔｅｌｏ，Ｐｉｅｒｒｅｔｔｅ．２００１．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ｓ　ｏｆ　Ａｆｆｌｕｅｎ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Ｌｏｎｄｏｎ．

Ｈｏｎｄａｇｎｅｕ－Ｓｏｔｅｌｏ，Ｐｉｅｒｒｅｔｔｅ．２００２．“Ｂｌｏｗｕｐ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Ｕｎｈａｐｐｙ　Ｅｎｄｉｎｇｓ．”Ｐｐ．５５－７０．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ｏｍａｎ：Ｎａｎｎｉｅｓ，Ｍａｉｄｓ，ａｎｄ　Ｓｅｘ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Ｅｈｒｅｎｒｅｉｃｈ　ａｎｄ　Ａｒｌｉｅ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Ｂｏｏｋｓ．

金一虹．２００６．“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Ｊ］．社会学
研究（１）．［Ｊｉｎ　Ｙｉｈｏｎｇ．２００６．“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ｏｎ　Ｇｉｒｌｓ’：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蓝佩嘉．２００８．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 ［Ｍ］．台北：行人出版社．
［Ｌａｎ　Ｐｅｉｊｉａ．２００８．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ｎｄｅｒｅｌｌａｓ：Ｍｉｇｒａｎ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Ｎｅｗｌｙ　Ｒｉｃｈ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Ｔａｉｐｅｉ：Ｘｉｎｇｒｅｎ　Ｐｒｅｓｓ．］

Ｌｅｉｄｎｅｒ，Ｒｏｂｉｎ．１９９９．“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Ｗｏｒｋ．”Ｐｐ．８１－９５．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５６１，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Ｊａｎ．）．
李季平．１９８６．唐代奴婢制度［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Ｌｉ　Ｊｉｐｉｎｇ．１９８６．Ｓｌａ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李天石．２００３．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Ｍ］．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Ｌｉ

Ｔｉａｎｓｈｉ．２００３．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ｉａｎｇ　Ｊ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ｈｉｎａ．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陆德阳、王乃宁．２００４．社会的又一层面：中国近代女佣［Ｍ］．上海：学林出版社．［Ｌｕ
Ｄｅ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Ｎａｉｎｉｎｇ．２００４．Ａｎｏｔｈｅｒ　Ｄｉｍ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ａｉｄ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Ｐｒｅｓｓ．］

马克思．［１８６７］２００４．资本论（第一卷）［Ｍ］．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
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Ｍａｘ，ｋ．（１８６７）２００４．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　１），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Ｍａｒｘ，
Ｅｎｇｅｌｓ，Ｌｅｎｉ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ｌｉｎ’Ｗｏｒｋ．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Ｐａｒｒｅｎａｓ，Ｒｈａｃｅｌ　Ｓａｌａｚａｒ．２００１．Ｓｅｒｖａｎｔ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ｏｍｅ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Ｗｏｒｋ．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潘毅．２００７．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Ｍ］．任焰，译．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
司．［Ｐｕｎ　Ｎｇａｉ．２００８．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Ｗｏｍｅｎ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Ｒｅｎ　Ｙａｎ．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ｉｎｇ　Ｐａｏ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谢富胜．２００７．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转变［Ｊ］．中国人民大学
学报（２）．［Ｘｉｅ　Ｆｕｓｈｅｎｇ．２００７．“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ｒｏｍ　Ｆｏｒｄｉｓｍ　ｔｏ　Ｐｏｓｔ－
Ｆｏｒｄｉｓｍ．”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ｏｌｌｉｎｓ，Ｊｕｄｉｔｈ．１９８５．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ｏｍｅ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Ｔｅｍｐ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Ｒｕｄｄｉｃｋ，Ｓａｒａ．１９８８．“Ｃａｒｅ　ａｓ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Ｐｐ．３－２５．Ｉｎ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Ｈｅｌｄ，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Ｊｏｒａｍ　Ｇ．Ｈａｂ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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